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
———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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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VR）和区块链等数字元素的嵌入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治理共同体建构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数字技术形塑新的乡村公共秩

序，但也面临着治理“碎片化”的难题，成为掣肘乡村治理效能发挥的重大障碍。采取个案考察的研究方

法，以“中国大棚第一村”的数字乡村建设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究技术赋能背景下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

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数字社会发展中乡村治理体系优化、治理结构重

组、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秩序重构的产物。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在于以社会网络融合深化共

同体参与、以全要素生产率拉动共同体建设、以协调多方利益推进共同体发展。文章有助于深化“中国之

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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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

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正式将“社

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纳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

建构中。治理共同体构建既是公众价值认知转化为

价值认同的外在表现，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

的延续与发展。数字社会背景下，以区块链、元宇

宙、虚拟现实（VR）和人工智能（AI）等为代表的新

一轮科技革命打破传统自上而下的“单轨式”的乡

村治理模式。2019年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明确

指出：“要以数字智慧乡村战略为主要抓手，夯实数

字乡村信息化基础，推动城乡融合协调发展，加强

信息技术与农村发展有机结合。”基于此，构建数字

乡村新型生态体系，弥补城乡数字鸿沟，成为推进

乡村数字化转型的必然选择。技术与治理的深度融

合形塑新的乡村公共秩序和格局，以大数据、区块

链为依托的数字技术成为乡村治理的核心变量。然

而，在当前的乡村数字治理实践中面临治理主体

“流失化”、治理结构“碎片化”和治理资源“稀缺化”

等问题。治理主体“流失化”是指农村空心化背景下

留守的儿童、老人和妇女对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设

备应用较少，从而导致乡村信息及情感失联，难以

维持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治理结构“碎片化”是指

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统一规定及科学有效的

方法指引，导致乡村数字治理在组织结构、体制机

制和参与模式等方面产生“异化”现象；治理资源

“稀缺化”是指在进行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过程中，受

到资源禀赋差异化影响而导致资源“输血”受限和

“造血”困难。因此，技术赋能背景下，如何通过整体

性思维有效化解当前乡村数字治理中存在的“碎片

化”困境是当前学界亟待关注的热点话题。

“共同体”的概念较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体系

之中。19世纪末，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用

“共同体”来表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

联系、排他的共同生活方式[1]。之后，波普兰·丹尼斯

将“共同体”定义为社区或社群在行动上、思想上遵

照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聚合在一起的团体[2]。中国

学者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受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影

响，把“共同体”翻译为“社区”，旨在强化其地理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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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不仅仅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属性[3]。

21世纪，在以现代信息技术为载体的人类全球化

进程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纽带不再受传统血缘和

地域的局限，社区的共同体色彩逐渐淡化。在乡村

治理领域，学者普遍认为需要以一种自发、稳定的

共同体的方式对治理网络进行整合，而非针对特定

议题与目标所形成的“暂时性”的联系[4]，为此，学界

提出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乡村治理共同

体是一种基于共同理想信念、价值目标而形成的具

有动态性、开放性、实践性特点的联合体[5]。不同的

是，西方社会治理的理论支撑是建立在理性“经济

人”假设基础上，而我国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是以

“人民为中心”，实现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6]。伴随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界认为将数字化嵌入乡村

社会可真正释放“数字红利”，惠及民众。然而，我国

现阶段数字乡村的内生发展尚处于构建阶段，在治

理实践中出现主体协同意识不强，利益协调困难性

大等问题。针对这一项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系

统工程，迫切需要将各治理主体以共同体的方式进

行整合[7]。而共同体的建构依据整体性治理的逻辑，

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构建数字乡村公共服务体系

的重要作用[8]，通过激发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形

成高效、有生命力的数字乡村发展生态系统[9]。同

时，依据治理共同体理论中以人为本、共建共享的

治理理念，将数字技术作为一种赋能共享的手段，

需要从农民主体需求出发，注重多方发展、主体协

同联动，推动乡村与村民之间的内部治理[10]。

文献梳理发现：既有研究为本文提供有益借

鉴，但仍存在诸多可优化的空间。（1）学界较多关注

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较少关注数字乡村治理中

的“碎片化”问题，如何将数字治理与共同体理论结

合尚未得到足够关注。（2）数字技术对建构现代化

乡村治理体系缺乏整体性思维，倾向于阐释概念性

的、自上而下政策实施的过程研究。（3）治理共同体

的研究没有结合数字化的时代特征探究“村域”视

角下的建构问题，其经验总结缺乏一定的深度。基

于此，本研究以共同体建构为逻辑主线，创新性的

提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通过以

“中国大棚第一村”的数字乡村建设为研究对象，系

统阐释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及运作逻

辑。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对“共建共治共享”概念

的理论升华，通过制度化的显性规范与情感化的隐

性约束助推乡村善治。

2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

2.1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
乡村数字治理的范式转型

技术变革在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

推动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帕却克·邓利维

（Patrick Dunleavy）认为信息技术在公共管理过程

中的加入引发治理范式的新变化[11]。在乡村社会场

域，数字治理不仅仅是技术在治理领域的工具创

新，更是内在契合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和治理结构的

需求变化，推动乡村治理范式革新。在传统的乡村

数字治理实践中，存在数字鸿沟的“两极分化”、府

际关系的“层级博弈”、技治主义的“技术依赖”和数

字人才的“精英缺失”等问题，这是乡村数字治理

“碎片化”的外在表现，也是掣肘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提升的主要障碍。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为乡

村数字治理“碎片化”问题的化解提供有益借鉴，在

“一核多元”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和语境中，数字技术

所形成的虚拟公共空间突破现实空间的束缚，改变

单个治理主体的行动特征和联结方式，借助技术的

便利性和智能化，确保多元主体利益共享机制的实

现。乡村数字治理的“整体性”概念架构强化党建引

领下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通过凝聚社会的理

念共识，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共同体”规则，促进

乡村数字治理的范式转型。

2.2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
一个概念性框架及解释

概念是学术命题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基于帕

却克·邓利维的数字治理理论，同时注意到数字时

代跨越公私部门传统边界的治理空间新特征，尝试

提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全新的学术概念。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将数字多元主体纳入共

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体系中，通过共识引领、

科技支撑、制度保障等手段促进乡村数字治理主体

在信息互通、数据互联和资源互助下协同共进。其

特征如下：第一，治理结构的扁平化。通过“一核多

元”的组织架构，推进数字治理的多元主体进行全

方位的互动，促使数字治理主体关系由层级向扁平

发展。新的社会联结方式将多元主体置于统一时空

调度，同样呼应的是与之相匹配的责任与权力的落

实，实现赋能与赋权适配。第二，治理主体的多元

化。乡村数字治理共同体通过数字信息平台形塑多

元主体的交互机制，使治理主体在数字空间中不断

延伸与扩展。政社互动方式以数字技术为载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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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国家引导下的社会关系重构和社会自主下的国

家权力的下移，进而构建更为多元的主体关系网

络。第三，治理资源的共享化。作为一多维、立体和

系统性的治理格局，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将多元数

字治理手段平铺于国家－社会场域，实现横向功能

扩展与纵向权力协同双向驱动，推进乡村数据资源

的公开化和共享化。第四，治理价值的再生产化。乡

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也面临数字伦理的道德挑战，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以实现人与治理的现代化为

目的，通过凝聚社会的理念共识构建数字治理的新

伦理规则，在治理范式转型中促进公共价值的再生

产。

3 案例嵌入：“中国大棚第一村”
的数字乡村建设
H村地处关中腹地，境内土地肥沃，水资源丰

富，是典型的黄沙土农耕种植区。1992年，H村在
全国率先发展大棚蔬菜，绿色无公害蔬菜是全村的
主导产业和金字招牌，因此，拥有“中国大棚第一
村”的美誉。2017年 4月，通远“创想小镇”以农业
科技研发、孵化与培育新型农业企业、电商销售等
为主，为解决 H村产前科技研发、产后线上销售提
供技术平台。在数字治理实践中，H村聚焦数字党
建工作统筹力、组织覆盖力、管理智治力和发展推
动力，以党建引领为总抓手，构建了产业发展、公共
服务和民生保障等多元一体的数字管理平台。村民
通过扫描公众号二维码，便可畅享 H村数字管理
平台带来的各类信息和服务，让数字技术成为乡村
振兴的“助推器”。调研发现：H村的数字乡村建设
主要围绕“数字惠农”、“数字村务”和“数字惠民”三
大领域展开，在推进“中国大棚第一村”的数字化转
型的同时也催生出了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
3.1 数字惠农引领产业振兴，

激活乡村“沉睡资产”

2021年 12月 25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

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稳定“三农”基本盘，要继

续推动农业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推进数字乡村

建设。乡村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借助智慧化手段开

拓新市场，通过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的方式激活乡

村“沉睡资产”（如图 1），以动员乡村内外力量推进

产业共建，凝聚乡村上下力量加快产业共治，普惠

乡村经济硕果实现利润共享。

3.1.1 纵向延伸：拓展特色产业发展空间

自 1992年开始，H村结合当地实际，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围绕大棚菜生产和销售，建立“党支

部＋协会＋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在数字乡村建设

引领下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在推广“一村一品”时

形成“支部带领党员干，党员帮着群众干”的精神风

貌。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让

大棚菜成为 H村“生金流银”的朝阳产业。2020年，

为实现脱贫攻坚的重任，H村党支部利用“中国大

棚第一村”的优势，按照“抓营销，带增收”的发展思

路积极探索“互联网＋”销售的新模式。一是充分动

员村内、外集体的力量，组织“两委”班子成员、驻村

工作队、党员电商人才等，合力与抖音、快手、淘宝

等互联网电商直播营销平台进行合作；二是设立本

村专属网站发展农产品电商服务，为有意直播带货

的菜农免费提供平台，打破农产品销售的时空壁

垒，第一时间把本村的特色产品推向全国市场。

3.1.2 横向拓展：联动三产共创振兴动能

近年来，在高陵区委、区政府的引领关怀下，H
村以乡村数字化转型为契机，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新途径，积极推动农业农村项目创新开发。一

方面，为联动创收、打响品牌效应，H村不断推进

“1＋2”产业跨界融合，借助科技公司的技术支持，大

规模发展日光温室大棚种植反季节蔬菜。通过建设

高标准、高强度、高自动化的新型蔬菜大棚改变了

蔬菜的生长周期，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充分利用

时间差、季节差和温室大棚良好的温度、光照条件，

将反季节蔬菜水果就近销售到各大超市，满足百姓

的市场消费需求。同时，H村在通远街道协调下，将

图１ Ｈ村数字惠农产业模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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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生产模式与周边共享，形成了以自我为中

心，辐射周边地区的“无公害蔬菜基地”。另一方面，

H村逐步形成“果蔬＋名优品牌”农副产品的产业格

局，打造出蔬菜、华邑鲜枣、史喻干馍、官寺无花果

等十大特色品牌。通过强化文化引领和科技投入，

推进“1＋3”产业融合，引导服务业向农业渗透，并

创新智能文旅平台。从 2016年开始，H村联合本村

农户连续五年举办旅游采摘节、建设农业观光采摘

园，“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极大宣传了特色农

副产品，真正实现三产带一产的发展目标。

2021 年 11 月，H 村成功入选第十一批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成为名副其实的产业强村。

H村的产业振兴借助数字化技术强化了“一核多

元”的数字治理模式，通过党建引领有效整合政府、

社会和市场力量，推动产业治理目标的实现。“党支

部＋协会＋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有效解决数字治

理中“上动下不动”、“体制内外难互动”的难题，也

实现党建引导下社会关系重构和社会自主下的国

家权力的下移，进而推动多元合作“共同体”治理格

局的形成。最终，数字治理的多元合作赋能产业振

兴，也使广大村民共享数字实践带来的“产业红

利”。

3.2 数字政务推进服务提升，加快乡村再组织化

传统乡村治理受制于“政治锦标赛”的外部驱

动，往往呈现“行政吸纳自治”的特点[12]，造成乡村

内外信息脱离的“异质化”现象。新时代乡村数字化

转型将政务管理数字化，推进了共商共治、实现了

治理主体扩充[13]，并将治理空间公共化，推进了治

理结构优化。H村通过数字政务加快了乡村的再组

织化（如图 2）。

3.2.1 治理主体扩充：提升“一核多元”实际能力

2021年，高陵区首个数字乡村管理平台在通

远街道 H村启用，平台涵盖“村概况”、“村党建”、

“村服务”和“村产业”等内容。为推进数字政务建

设，H村首先加强对村干部的数字业务培训，引进

先进管理经验，吸纳村外人才参与数字乡村共治。

通过在全村普及数字社会管理知识，提高村干部、

新型社会组织以及村民的数字素养。其次，利用数

字乡村管理平台为村民提供政策宣传、党建公开、

党务管理和党建教育等信息，在提高党务工作透

明度的同时不断强化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最后，数字政务平台通过设立“我向书记说句话”及

政务反馈栏目创新沟通协作机制，打破群众反映诉

求的时空壁垒，增进村干部与村民的联系。

3.2.2 治理结构优化：数字赋能改进治理机制

农村社会的个体原子化制约着社会的组织化，

易导致治理的“碎片化”，而以往所采取的“议行分

离”实践受制于机构设置的交叉性以及反馈渠道的

单一性难以真正实现乡村治理的“去行政化”。而当

下数字乡村建设所搭建的大数据管理平台设立多

样化服务板块，涵盖民主选举、民政服务和社会救

助诸多方面[14]，通过系统化管理村务以精准定位问

题方向并及时反馈民众诉求，采取“互联网＋网格管

理”服务管理模式，合理安排专职人员实时线上管

理，及时信息反馈以提升乡村治理智能化和精细化

水平。H村鼓励村民分享善行义举，并实时推送相

关信息，以强化村民的情感认同和道德认同，形塑

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H村在推进数字政务提升过程中，充分利用大

数据平台，将主动“发现式”治理与被动“接收式”治

理模式有机结合，将“一核多元”的治理主体进行量

与质的提升，探索出了一条多元共治的乡村发展之

路。数字技术赋能下，乡村治理边界的消解促进了

传统与现代、公共与私人以及城市与乡村等领域的

融合贯通。可见，数字治理共同体也是基于一张立

体、全面、强力、公开的新治理格局网络，达到了横

向功能扩展与纵向权力协同双向驱动，最终实现治

理成果的普惠化。

3.3 数字惠民实现生态优化，激发主体内生动力

由于受制于乡村社会的文化排斥，常有群体被

迫游离在外的现象，而“挤出效应”也带来了治理主

体边缘化的可能性[15]。利用数字技术“由点至面”将

惠民成果落在实处，在扩大共享效能的基础上激发

乡村主体的内生动力（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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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Ｈ村数字政务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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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覆盖到面：数字赋能改善村居环境

H村蔬菜大棚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

垃圾处理量大的生态问题。每到换季时节，尤其是

夏天，村民们把大棚里摘除的菜叶、菜梗扔在田间

地头和道路两边，腐烂之后就会形成异味，严重影

响村庄的人居环境。自 2016年起，H村和陕西环保

集团合作，运用“互联网＋垃圾分类”模式将智能垃

圾可回收箱、智能垃圾分类箱、智能垃圾袋发放机

三大硬件设施与智能卡、微信二维码等现代化数字

信息技术有机融合，实现了垃圾投放的分类化、资

源回收的智能化、系统运行与监管的信息化，有效

提升了村庄生态治理的效率。同时，应用农业投入

品追溯管理平台，控制农业投入品的用量，以实现

在产业发展方面的绿色转型，规避了农业发展中的

环境污染问题。

3.3.2 具体到点：数字建设深化主体自觉

近年来，H村开始了一场系统化、“科技范儿”

的“垃圾处理战”，借助物联网平台，打造新型便捷

的智慧垃圾分类系统，以积分兑奖的形式将生态建

设的理念融入公众日常行为之中。实地调研发现：

以“短期经济鼓励＋长期利益共享”模式极大提升

了村民垃圾分类的自觉性和参与度，从而扩大了乡

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生态质量提升改变了村民

居住环境，提升个体对村庄的归宿感和自豪感。同

时，人居环境的变化也为大棚种植产业发展形塑良

好的营商环境，也更好地将大数据带到农业生产中

去，实现农民增收和农村致富。在农村生态治理实

践中，数字惠民提高了乡村环境治理的效率，以有

效的激励机制调动了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

近年来，H村先后荣获国家人居环境示范村、

省级生态村和“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在人居环境

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就。H村深耕以数字赋能撬动

生态振兴发展的新路子，以数字化带动特色产业和

生态建设的协同推进，绘就“产业兴、农民富、乡村

美”的和谐画卷。在数字惠民时通过凝聚社会的理

念共识，构建了数字治理的新伦理规则，促进人性

的回归和公共价值的再生产，最终确立数字乡村治

理共同体模式，为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实践指明了一

条“中国道路”。

4 技术赋能：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旨在以内生培育的方式

激发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以整体协同的模式推进

乡村全要素治理结构的重组，同时通过信息平台的

搭建缩短城乡数字鸿沟。在此基础上，以“技术赋

能”为契机拓展治理主体的参与范围、推进治理结

构优化和治理资源的整合，在赋能乡村振兴同时实

现村社善治。

4.1 行政吸纳到内生培育：
技术赋能治理主体的优化

21世纪以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和互联网技

术的进步，使得乡村治理经历了由“总体支配”到

“技术治理”的转型[16]。跨越空间物理的间隔与传统

信息媒介传播速度的制约，数字化元素的嵌入改变

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重塑新的公共秩序和治理

格局[17]。2017年，H村在由传统的塑料大棚向智慧

大棚的转型升级中，村民起初对于数字技术的认知

和应用存在质疑性和滞后性。一开始，数字技术推

广更多的是政府单向度的主导行为，而农民的主体

性和自觉性未被充分调动。政府与村民主体之间的

本末倒置，使得数字治理主体脱嵌于乡村治理体系

之中，村庄数字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而且，作为

“中国大棚第一村”，H 村为了树立典型曾经出现

“技治主义”问题，表现为向村庄输出一整套技术化

方案的途径来进行乡村规划和社区营造，进而满足

地方政府“树典型”和设点布局的需要，实际上技术

的过度化忽视了乡村社会的治理基础，将乡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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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农民”排除在了数字乡村建设之外。可见，

在数字乡村建设初期，单轨式治理模式即由基层党

组织、基层政府作为主要的治理主体进行决策、管

理的治理结构在基层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也造

成了资源浪费和内生性的弱化。

产业数字化的持续推进也使当地政府和 H村

两委认识到数字乡村建设“树典型”必须以满足利

益相关者的诉求为前提。为此，将以往处于治理边

缘的村民、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和高校等主体纳入

数字治理体系并凝聚为乡村内生发展力量。在党建

引领下，各主体凭借自身优势为数字乡村治理赋予

专业化指引、推广性普适化宣传以及自发性多元化

参与，不断优化乡村“一核多元”的共同体治理体

系。除此之外，在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和乡村振

兴的实践中，以数字治理共同体的建构突破了单轨

式数字治理模式的局限，在增强村社干群互动性的

同时推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数字元素

与多元主体的内生耦合充分发挥了数字技术在乡

村治理中的独特性，改变村民对数字技术的认知，

为夯实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础

提供强有力的主体支撑。可见，数字乡村治理组织

体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结构，而是以目标实现

为导向的系统性、全局性的综合有序的整体体系，

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循环和自我更新的特征[18]。

4.2 权力下沉到整体协同：
技术赋能治理结构的重组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是乡村产

业振兴的基础，社会发展和技术治理的深度融合推

动了乡村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数字信息

基础设施的完善提升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能力，也进一步加快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步

伐，推进治理权力的下沉[19]。权力下沉赋予村庄个

体或村集体一定权力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在新媒

体网络和大众社交软件的支持下，多元主体参与的

路径和方式也逐步广泛。在乡村数字治理实践中，

权力下沉意味着村民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将获

得更多的决策权、监督权和参与权，能够依靠更多

路径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满足个人的参与感、

存在感和价值感。在 H村的数字乡村建设中，为推

进一二三产业深入融合，通过以智能化运行平台建

设为基础建构了“政府＋村庄＋企业”三元共建模

式。一方面，政府利用强大的资源配置权与浙江海

龟科技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向 H村提供技术支持。

另一方面，村庄以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在政府引

导下大力推进智慧农业和智慧社区建设，带动村民

致富增收。目前，全村发展设施农业大棚合计 3180
栋，户均 5．6栋，人均 1．3栋，“户户有大棚，人人忙

增收”给 H村群众带来人均年入 25325 元的丰厚

回报。同时，企业为产业发展运营服务方，通过社会

资本的参与为乡村投资赋能，激活乡村“沉睡资

源”，借助发展特色产业激发村庄经济活力。

信息数据是数字治理的核心要素，政府数据共

享和政务公开使公众有条件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

的治理实践中，权力重心下移提升村民的主体意识

和利益诉求的表达。第 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 2021年

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 2．84亿，农村地区的互

联网普及率为 57．6％。这表明：物联网、光纤网络、

大数据和遥感监测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拓展并便捷

了村镇政务服务的渠道，推动了“互联网＋政务服

务”向农村地区的过渡覆盖。同时，政社关系的良性

互动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奠定良好的外

部环境，在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三权

协同治理格局下乡村数字治理取得了良好成效。换

言之，行政权力的下移顺应数字治理的发展方向，

推进科层体制刚性约束向政社互动协同治理的转

型[20]。权力下沉不仅明确政府与社会、社会与群众

各自的权利与责任边界，也夯实数字乡村治理共同

体的制度基础。

4.3 数字鸿沟到数字耦合：
技术赋能治理资源的整合

在社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基础设施不完

善、农民知识素养和接受能力薄弱、资金不足等原

因，在城乡之间形成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报告》

显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7．6％，较 2020年

12月提升 1．7个百分点，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

异较 2020年 12月缩小 0．2个百分点，但是，城镇

地区的互联网使用率远大于农村地区。数字鸿沟的

存在使得数字技术与乡村现实情景耦合失调[21]，造

成乡村资源碎片化应用条件下的使用效率低下。造

成城乡数字鸿沟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数字普及

和使用程度差距。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的宽带覆盖率

已经达到较高程度，智能手机、计算机等数字设备

也基本得到普及，但仅仅是宽带的安装覆盖率、信

号站点的建设、智能设备的普及并不能代表数字乡

村建设的完成。第二，数字技术的应用差距。数字技

术仅作为一个具有工具价值的手段而存在，当前农

村居民对于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主要集中在休闲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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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网络通信两个方面，在更具知识和技能深度的

应用方面远远落后于城镇地区。第三，数字环境的

发展差距。城镇地区以其人口和经济优势，带来数

字化建设的高回报率和广阔的消费市场，理所应当

地成为数字化技术产生和发展的“摇篮”。

面向新时代的技术话语，数字治理共同体构建

驱动了城乡关系进入互促互融的数字时代，也将城

乡融合发展置于数字化浪潮的大背景下展开。第

一，提高公众参与程度。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将村

民、居委会、高校、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等主体纳入

治理体系之中，激发其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热情，

进一步密切城乡各行为主体的关系。第二，提升治

理水平和效能。构建治理共同体能够以集百家智慧

于一处，发挥群体决策的优势，从多个视角分析和

解决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精准决策、全面

治理，也有利于凝聚各方共识，使决策方案得到大

多数人的认可，减少相关方针政策实施时的阻力。

此外，多元主体代表更多的信息、资源、能力等，能

够有效保证资源的共享与流通，提升治理效能。第

三，促进各类资源的整合与配置。不同的社会主体

拥有不同的资源和技术优势，治理共同体营造了各

治理主体各尽其能、各司其职的良好局面，有效地

实现资源的互补和平衡。

4.4 规则失范到公共价值：
技术赋能治理秩序的重构

数字社会背景下，资源化的社会信息利用云计

算技术快速传播，以使治理中原先被割裂的地方

社会关系通过打破时空的壁垒实现与主体的再联

结[22]。社会治理秩序由“行政权威主导”向“数字多

元共治”转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识型民主决策，打破村治单轨局面。随

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城乡间经济发展鸿沟的逐

渐拉大，村内高素质劳动力的黏性减弱，村庄人口

“空心化”现象日趋凸显，导致乡村的民主决策往往

掌握在少数具有公权威的乡村精英手上，决策多体

现上级要求而较少反应村民共识，在乡村治理中易

呈现出单一化的“一言堂”局面，从而导致治理过程

中的组织秩序失灵。而数字化治理手段将村内民主

决策进一步透明化，以公开化的决策机制鼓励村内

主体形塑治理合力，从而颠覆了依靠血缘、地缘关

系形成的“代表式”模式，打破地域性治理困境让村

外务工人员以虚拟参与的形式形成乡村社会的“在

地化”效应。

第二，碎片化资源整合，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在

传统的乡村治理实践中由于路径单一，基层政府工

作人员无法充分掌握村民的利益诉求，在处理乡村

事务时往往存在一定的信息偏差。而数字化视域下

的乡村治理共同体体系依托其特有的资源整合配

置的能力，通过建立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使村民、

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实现信息的无障碍共享

与流通，将民众零散的自发建议与生活问题转为体

系化的治理信息库，通过分门别类的网格化组织机

构设置，快速、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基层公共服务的

需求，精准有效地分配各类资源，聚合社会多元力

量，将目标管理式的行政引导治理转化为探索“发

现式”的问题导向治理。

第三，归属型空间营造，搭建公共意义空间。城

乡间的二元性导致乡村在国家治理中往往处于边

缘化位置。同时，由于乡村信息获取的滞后性导致

其对于自然灾害、疾病传播等公共危机的处理也远

不及城市及时有效，城乡间差距的拉大导致新生力

量对乡村的归属感较弱，加剧了乡村社会的分散

性。一方面，数字化治理有效对接各主体、各部门，

使各部门形成合力，统筹加强乡村安全保障体系建

设；另一方面，利用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及时收集

和分析各类数据，根据数据提供的信息对乡村公共

危机进行预测并找出其背后的客观规律，使之可预

见化，推动构建乡村公共安全与危机预防体系[23]。

5 主体、资源与利益：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运作逻辑

共建、共治和共享是构成“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变量。其中，

共建的基础是主体，旨在形成“一核多元”的治理模

式；共治的核心是资源，旨在推动社会资源的整合；

共享的归宿是利益，旨在强调公众共享治理成果。

依据三个核心变量的内在关联，本文从主体共建、

资源整合和利益共享三个层面深入阐释数字乡村

治理共同体的运作逻辑。

5.1 主体共建：以社会网络融合深化共同体参与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的关键仍在于

共同体成员的互通互信。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

了传统乡村治理中时间与空间的壁垒，为乡村社会

提供一个架构于时空分离的“脱域性治理”机制，使

数字乡村治理中的社会网络联结为一个“脱域共同

体”[24]。H村党支部建成了高陵区首个数字乡村管

理平台，通过大数据信息整合，重塑治理人员结构，

实现党委干部和社会组织的互通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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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数字信息织就治理网格

传统乡村治理秉承“强政府－弱社会”的治理

理念，但信息传递的滞后性和单向性弱化了各治理

主体之间的互动，乡村治理的主体网络建构处于

“断裂”状态，“行政化”的治理导向也使多元治理的

主体发生单向偏移[25]。范米特与范霍恩构建的政策

执行系统模型认为，政策实施的成功取决于实施机

构的有效沟通，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构破解了

信息传递失衡的问题，通过政府与社会治理主体间

的有效沟通形成政策在“上传下达后反馈”过程中

的良性互动。H村在实践过程中利用数字技术将治

理过程中的相关信息数据化、资源化，利用网络技

术将产业发展、村务管理、群众服务凝聚在同一场

域，并且通过“智能社区”、“数字社区”建设加强“媒

介善治”，畅通各治理主体沟通交流的渠道，进一步

消解乡村上下级之间的消息壁垒。同时，H村运用

大数据实现村务数据一张表、一张图的数据管理模

式，将治村事务划分为多个板块，每个版块设置专

门管理员，实现管理的体系化与专业化。利用新媒

体平台吸纳乡村非正式社会组织力量自发推进乡

村文化、公益、娱乐板块建设，并且将平台对外开放

接纳社会各界的评论建议，转变过去片面追求秩序

稳定的“管制”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增强了网

格化管理中主体的融合性[26]。

5.1.2 数字平台助推治理质量提升

数字平台建设将隐匿在档案室中的信息公之

于众，增强了社会成员的互通交流，为治理主体建

构了一条灵活化、高效化的道路。H村数字乡村管

理与服务平台的建立推动乡村治理质量提升，具体

表现在：第一，该平台通过将常用功能和热点问题

置于显眼位置，以简洁美观的操作界面方便村民进

行线上业务办理；通过设立“村服务”版块，全力打

通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激发了村民参与共

建、共治和共享的主体积极性。第二，由政府部门统

一管理的平台在运行过程中避免了信息的重复采

集以及功能的重复设置，有效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

率；通过设置专业人员进行平台维护以及实效检

验，不断进行技术更新，在方便政务管理的同时也

锻炼提高着治理主体的实际能力，治理人员根据后

台信息反馈在初次治理的基础上进行任务复查，规

避了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内卷化”倾向。第三，平台

实时更新的数据信息和无门槛的访问方式将乡村

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建构在同一场域之中，村民能随

时了解村内政务并寻求社区服务，村干部也能及时

了解群众诉求并给予精准帮扶，不仅让政府与村民

结成促进共同治理的纽带，而且动态、开放、实践的

数字化治理模式缩减了冗杂的过程，提高了村干部

治理绩效。

5.1.3 数字信息重塑治理标准体系

标准化概念最早由美国 E·惠特尼在经济生产

领域中提出，波兰的约·沃吉次基最早提出了标准

化的三维空间概念，将对象、内容和级别作为标准

的三要素，这一观点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为重塑

治理的标准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其具体体现为：

第一，“互联网＋政务”的治理模式借助党务公开、政

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将治理的主客体限制在规范化

的行动框架之中，让上级政府和村民既能快速把控

村庄人力、财力和物力情况，规避权力“寻租”空间，

也能引导文明乡风的塑造。第二，数字乡村治理揭

开了边缘化村落的“遮羞布”，将治理内容可视化和

治理范围扩大化，改变传统社会中的“经验式治

理”，让乡村治理运行在有组织有纪律的现代化模

式中。第三，数字技术在机构设置上规范了治理层

级，促进了乡村高效专业的网格化治理[27]，同时，由

于数字乡村信息的通达性强化了对村民知情权的

维护，扩大了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范围，以虚

拟技术极大提升了村民的主体地位，贯彻了“人民

本位”的治理理念。H村在建设数字乡村过程中，利

用大数据信息公开平台重塑治理的标准体系，强化

治理主体间的系统运作，打破了传统治理中的权利

壁垒，让数字赋能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催化剂”和

“助力棒”。

5.2 资源共治：以全要素生产率拉动共同体建设

传统乡村治理实践较多关注乡土资源的开发

程度，而忽视以智慧资源为主的“索洛余值”的开

发，从而形成“资源孤岛”的局面。H村在数字治理

共同体建设中通过党建引领，将数字产业打造为乡

村振兴的“新引擎”，让“中国大棚第一村”的“物力”

资源通过数字技术的“智力”激发“沉睡资产”。

5.2.1 “物力”＋“智力”：数字赋能激发
经济资源共同体活力

智慧农业生产技术的嵌入催生出多样化的生

产经营模式，聚集更多的人力资源参与产业共建以

实现经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赋能背景下，农

村经济资源占有主体平等享受由大环境带来的农

业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学习实验、智慧转型让技术

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最大的作用。从引入智慧监测、

智能温室、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等先进技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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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大棚菜产业到发展“一村一品”推动乡村产业集

聚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H村不断进行资源

整合，抓住互联网营销发展大势，积极与科技公司

合作，吸纳社会资金建立投资运营平台，与政府一

起打造 H村网络直播中心，并且通过发展采摘游、

私人菜园出租代管、青少年学习教育基地等项目，

扩充了数字文旅发展空间，推进了数字技术在乡村

产业中的广泛应用。H村的实践将脱贫攻坚作为根

本出发点，将农业生产与智慧技术紧密结合，延长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链，使科技公司、村党委、村

民在推进经济发展上达成共识，以资源共同体形态

实现整体目标的跟进，激发经济资源共同体的活

力。

5.2.2 “人力”＋“智力”：数字教育激发
社会资源共同体活力

建基于血缘、地缘和亲缘关系之上的传统村庄

往往形成以村庄精英为领导核心的组织结构，且易

受长老权威、传统观念的影响，对新形势下乡村治

理转型的反应较为滞后。高陵区在乡村治理的过程

中通过举办高端人才献智创新驱动发展交流分享

会，帮助党政领导干部触摸科技前沿、拓展工作思

路，一方面进行着外部资源的引进，将先进技术、平

台、人才引进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同时街道干部

带头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前往山东学习先进技

术，通过借鉴成功经验转变本村生产、治理方式，逐

步向现代化数字治理模式靠拢。另一方面，通过5G
基站建设，整合国内外信息资源，让先进技术通过

网络途径进入乡村，并对基层组织成员进行教育培

训，提升利用大数据生产、治理的能力，从而发挥农

村精英的模范带头作用。同时，H村充分发挥内部

基层组织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转型中的带动作用，

扩大数字模式的宣传教育范围，凝聚数字化生活观

念，让全村从上至下、从内至外实现智慧转型，激发

人力资源共同体活力，打造了乡村资源的数字内

核。

5.2.3 要素互通：以资源整合维持
数字治理共同体定力

H村的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是资源

要素整合的过程，也是数字治理共同体良性运作的

关键。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缩短城乡

数字鸿沟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以互联网、大数

据为代表的新技术赋予城乡社会治理全新的活力。

CNNIC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全国农村网络零

售额达 9549．3亿元，同比增长 21．6％，农村市场成

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增长点，这也推动着资源要素的

高速流动。H村借助产业数字化转型契机，通过吸

引社会组织及企业参与投资以延长产业链创造丰

富的就业岗位，为乡村吸引到外来的资本及劳动

力，促进城乡人力资源的流动。同时，也促进外出务

工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乡村回流，强化村民的社

会公共精神，以先进智力引导激发乡村人力共建从

而带动“三力融合”的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H
村借助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要素融入乡村，

以源源不断的智力引导让智力红利充斥村民生活

的方方面面，让村民将数字化生活观念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将数字化应用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中

去，带动乡村“沉睡资产”增效并不断为智力提供空

间载体，形成数字乡村“要素互通”的局面。

5.3 利益共享：以协调多方利益推进共同体发展

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中，通过树立

共同的价值理念，平衡运作各方的权限利益，在实

现利益最大化的环境下稳定组织结构。H村通过数

字赋能产业发展和数字凝聚发展共识，形成精神情

感联结和经济利益联结相促进的共同体，使全村在

社会治理中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

统一体。

5.3.1 数字经济挖掘产业潜能，
搭建“市场共同体”利益联结机制

农业互联网平台的构建为农业产业链的前后

延伸提供可能，农民的视野不仅可以向前后延伸，

还可以向周围空间扩展。H村在现代化产业打造中

实现三产带动一产，以乡村旅游带动农产品流通，

通过对农产品深加工在契合旅客实际需要的同时，

也拓展了农产品的增值空间。在数字化视域下，借

助互联网的统一平台，强化产业主之间的关联性，

H村利用大棚蔬菜电商直播的方式让全村生产大

棚菜的村民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联系，依据特色产业

延伸出来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始终与特色产业

密不可分。特色产业发展态势向好带动旗下产业吸

引更多的客源，旗下产业的蓬勃发展倒逼特色产业

进行转型升级，由此建构的产业联盟稳固着上下游

产业间的经济联系。在数字化经济发展模式下，区

域性产品交易通过信息化流通环节扩大市场交易

范围，乡村产业搭建起品牌效应与联合社结合形成

“社会化服务＋小农户”的“托管式”社会服务模式，

让小农户与其他经济业态合作，在降低自身风险的

同时形成共赢的“市场共同体”，从而助推数字乡村

建设的市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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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数字政务联动政府群众，
搭建“协作共同体”利益联结机制

基于麦克拉夫林的互动模型，政策执行的本质
是政策执行者与受政策影响者之间就目标或手段
进行相互博弈的过程。在传统乡村治理过程中，由
于缺少具体衡量标准和科学的衡量方法，对待政府
治理绩效的衡量往往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差，监督不
及时不到位也易造成基层权力腐败，使执行双方往
往形成“上令下行”的单向模式。数字化的政务平台
以区域化系统管理、分级别进行权限管理、省市县
级分别管理辖区数据的方式，将治理成果通过维度
划分进行指标转化，将受主观影响较大的绩效以可
测算的客观数据加以呈现。依据互联网平台对问题
反馈的速度测算、对服务进行的时间计算、对群众
满意度的评价计算综合评估部门的服务绩效，并通
过公开透明的信息宣传让群众既可对自己的满意
程度进行打分，同时也能监督评分是否符合自己的
预期标准。数字政务的出现直接沟通了政府与群
众，通过建立有效的协作互动机制，打通了乡村治
理上下级之间的“最难”的“一公里”距离，为协调双
方在利益、价值、观点上的平衡提供了开放的平台，
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发挥统一体的合作共
赢作用[28]。

5.3.3 数字生活凝聚信仰共识，
搭建“情感共同体”利益联结机制
数字技术的“粘合剂”作用为促进乡村内部邻

里互助、村与村的借鉴帮扶、乡村与城市的信息沟
通发挥着积极的助推作用。H村通过建立微信公众
号平台让身在异乡的游子也能第一时间了解乡村
的发展情况，缓解“乡愁”的压抑情绪，增强对家乡
的认同感、归属感。与此同时，也通过示范引领为其
他村庄的数字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为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指引方向。在大数据平台上，村民通
过充分的话语交锋增进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借助平
台引导和媒体宣传教化广大村民自觉讲文明、改陋
习、树新风。通过培养公共精神摆脱传统乡村中民
主意识欠缺的“奥尔森困境”，营造秩序良好、健康
淳朴、文明和谐的民俗乡风。从 4G、5G信息技术入
村入户到第一手资讯随时查阅，从日常生活的智能
垃圾分类投放到数字政务平台的优质高效服务，数
字技术的变革让村民的生活发生蝶变的同时，也强
化了民众的参与意识，成为新时代数字乡村治理共
同体的一份子。在数字化的乡村治理实践中，基于
技术赋能和信息共享的共同体的构建，形成有效的
关联机制。

6 结论与讨论
数字技术的强劲发展驱动社会治理技术实践

的变革，技术进步在拓展公共治理决策者信息渠道

的同时也深化“政社互动”的精细化治理服务，驱动

着城乡资源要素的自由流通。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

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

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手段，推

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构，从而实现乡村发展

资源高效、优质的整合。“中国大棚第一村”抓住产

业数字化转型契机，积极推进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

的深度融合，实现了乡村产业数字化、政务数字化

与服务数字化转变。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充分发挥

资源整合的优势、在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结构重组、

治理资源整合和治理秩序重构中发挥积极作用，逐

步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在数字乡

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运作中，应该遵循主体共建、

资源共治和利益共享的内在逻辑，以适应复杂的外

部环境，推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创

新性的学术命题，也是数字时代公共管理领域的新

兴议题，在国家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共同

富裕”的战略支持下势必会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未来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

深化：

第一，农户的数字融入问题。数字技术的使用

者由于受农耕文化的羁绊，不太愿意放弃传统的农

业生产方式，“传统小农”与“信息小农”之间的结构

性张力压缩了数字技术的应用范围，也使得农户无

法享受数字农业的红利。因此，如何提升农户的数

字化理念，推进“数字农民”建设是一个值得探究的

话题。

第二，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模式创新

问题。向世界贡献数字建设的“中国方案”是丰富

“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而异质性和复杂

性的乡村治理实践衍生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共同体

模式。如何在现有的制度建构下探索差异化的数字

乡村治理共同体模式也需要引起广泛关注。

第三，数字化情境中“治理共同体”理论的拓展

问题。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丰富了公共治理

的理论内涵，乡村数字化实践催生新的数字治理理

论，而数字理论创新也变相推动实践发展。因此，如

何进一步深化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也

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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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 and B city, establishing a digital governance process analysis framework of "structure-subjects-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further discovers that: Conditioned by the varying degree of reliance on the bureaucracy and the market, digital governance
presents two diverging evolution directions, the "straight-line functional" mode and the "matrix" mod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a must that initiates and enables the process of digital governance, will be disengaged due to the exces－
sive dominan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resulting in the "straight-line functional" mode. In contrast, the government-busi－
ness collaboration may also be pressured by strong contractual constraints, increasingly embed each other in the governance pro－
cess, and lead to the "matrix" mode, namely a market-oriented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model. Up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heterogeneity across digital governance subjec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structuration perspective, which enriches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in the micro situation and detailed opera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explores the behav－
ioral strategi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inter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governance.
Article Type：Research Paper
Key Words：Digit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Proces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Market Mechanism,

Government-Business Collaboration

（12）Research on Generation Logic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 Based on "China's Greenhouse First Village"

Hu Weiwei, Lu Yuening·133·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Abstract ID：1672－6162（2023）01－0133－EA

Abstract：The embedding of digital elements such as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puting, virtual reality（VR）and blockchain is

gradually changing the way of production and life in rural society. Digital technology based on information network forms new rural

public order, but it also faces the problem of "Fragmentation" and becomes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

nance.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 of "the first village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

plore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Operation Logic of digital village governance commun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echnologi－

cal empower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community of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is the product of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reorganization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order. The Operation Logic of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lies in deepen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rough social network

integr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ommunity building and promot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by coordinating multiple interests.

This paper is helpful to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Rule of China"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

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rticle Type：Research Paper

Key Words：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Digital Village, Governance Community,

Subject Co-Construction, Holistic Governance

（13）How Can Community Renewal be Possible from Co-Production to Public Value Co-Creation?
———The Case of Jinsong Model from Beijing

Zhang Xu'e1, Wen Fenghua1, Tang Zhengxia2·144·

（1. School of Government,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615000, China）

Abstract ID：1672－6162（2023）01－0144－EA

Abstract：Exploring mechanism of community renewal from co-production to public value co-cre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 long-term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 article uses grounded theory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North－

ern Jinsong community renewal. The mechanism consists of co-production mechanism,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community r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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